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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

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

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

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

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

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

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

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

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

度重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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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本高速流动与再地化下，城市区域治理逐渐成为全球地方重构的新趋势[1,2]。全球
城市网络中，竞争主体已从单体城市转向“城市区域”（city-region）。分工有序、内部协
同的城市区域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引擎。京津冀、长江三角洲
和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的协同发展是当前引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国家级空间
战略，被赋予提升国家竞争力与平衡区域发展的双重战略要义[3,4]。其中，珠三角经济系
统具有强异质性特征，即各城市形成了独特的全球化与本地化路径，并由强地方能动性
且碎化的权力空间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
布，不仅勾绘了珠三角发展的宏观战略蓝图，更将香港与澳门纳入一体化进程中，是全
球化背景下重塑区域治理的协同化、构建不同制度形态下经济社会多元协同的综合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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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重要实践。珠三角城市的产业经济形成了特色鲜明、相互独立且各自链接全球化
的特征，如深圳内引外联的出口导向经济、佛山与中山的集体经济及东莞制造业为主的
村镇经济。然而，在全球生产网络的本地化组织中，人才、资本与信息等流动加速了该
区域产业及劳动力的地理重构。因此，不同经济与权力要素的跨界协调与地理重构成为
珠三角一体化的主要任务[5]；作为中国制度探索与改革先行区，不同权力等级系统及碎片
化的治理体系成为经济要素流动与资本循环的体制桎梏[6]。城市间如何一体化发展对于珠
三角的改革引领和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尺度重构理论为理解跨界治理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尺度重构系指权力与控制力在
地理尺度上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7,8]。在既定尺度上，管制权力向更高级别的地理尺度偏
移被称为尺度上移，向更低级别的地理尺度偏移被称为尺度下移[8]。尺度重构理论发展于
对欧盟多层级治理，表现为公共服务治理权力的上移和产业协作权力的尺度下移。一方
面，民族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权力“容器”[9]。伴随全球城市的产生，
跨国事务的日常化与多样化促使民族国家权力部分上移，组建超国家组织 （如“欧
盟”）以致力于跨国事务治理；另一方面，产业合作出现近地域空间集聚，部分权力下
移至城市区域尺度，组建次国家组织，以解决治理碎化[9,10]。其中，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
视为多种权力上移与下移的整合过程，被资本积累方式、社会斗争过程及国家管制体制
综合塑造。同时，特定尺度的区域治理空间是被主动选择的，符合特定目标导向[10]。然
而，学术界在借鉴西方尺度重构理论中，将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形成解释为城市为克服
自身积累危机的权力上移的过程。Wu F将区域治理理解为国家以区域协同为目标的特定
尺度建构，包括行政区划合并、组建跨界合作伙伴与区域组织及编制区域规划[11]。虽然
区域治理形成受一系列地缘政治力量综合作用，但其尺度重构逻辑仍有待揭示。

城市区域由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与文化项目组成[12]。旨在推动“产业和劳动力转
移”的跨界产业合作项目及推动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组建的城际铁路项目，成为促进珠三
角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由于不同项目的社会服务目标及供给体制差异较大，致使其权
力运作逻辑及模式显著不同。因此，本文构建理解中国区域治理尺度重构的理论框架，
以产业项目中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中的穗莞深城际铁路为例，追溯两
项性质不同的区域项目的预备与建设过程，回答不同类别与导向的跨区域项目中的再塑
区域治理尺度逻辑，以验证单一的尺度上移是否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唯一尺度逻辑。

2 理论回顾：城市区域治理与国家空间选择

2.1 新国家空间理论与尺度重构
城市区域既包括以城市中心区及外围附属乡镇构成的都市区，也包括核心城市与外

围附属城市间组成的城市群[12]。城市区域是后福特制的信息化与资本高速流动下，资本
与劳动力要素的近地域集聚现象。受交通与交易成本的影响，规模效益递增决定了核心
城市与周边附属地区的产业与资本互动，从而形成城市的区域性联系[13]。20世纪70年代
后，由于福特-凯恩斯主义受自由经济影响而面临瓦解，民族国家权力被超国家与次国家
组织广泛消解[9]。西方政治经济、人文地理与社会学者开始着眼于政府角色与管制的动态
变迁[9,14]，从国家管制（state regulation）维度将城市区域阐释为分层设权的行政框架体系
下，构建超越城市尺度的权力管制平台（regulatory platform） [11]。对应地理要素的跨界
重配，城市区域治理成为跨区域尺度重构的协调机制。具体而言，在全球化、私有化、
市场化与去管制下，地方（城市）性积累体制（city-based accumulation regime）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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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危机：即为争夺流动资本与劳动力等再地化（reterritorialization）时，城市间产生无

序恶性竞争及逐底竞争 (race to the bottom)，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与社会不公平[15]。

区域治理可以弹性构建（不创造正式的地域机构）跨管辖权的协调机制，因而成为化解

危机的重要政策手段[16]。重构过程中，政府权力也在区域协调中发生嬗让。城市政府让渡

其对城市空间的部分管辖权以达成治理协同，在上一层政府或区域联盟中消解危机。

“新国家空间”理论为跨越地理与行政管辖的权力尺度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对

于区域治理尺度逻辑，Jessop B提出了策略与关系国家理论（strategic-relational state the-

ory），认为国家并非仅受经济理性影响，而是依托不同类别的国家项目，在社会关系中

强化不同尺度的国家管制与权力延伸[17]。因此，国家作为社会体，其某些偏向性会主动

赋予特定尺度优先发展权。通过构建某一领导权下的积累策略（accumulation strategy）

以维系资本循环；同时，一系列国家项目得以展开，以调整非经济领域内主导与从属阶

层的社会关系[9,17]。两个过程共同构成国家空间的形成与演化。而后，Brenner N提出国

家空间战略（state spatial strategy）与国家空间项目（state spatial project）的概念，将空

间性引入策略与关系国家理论[18,19]。国家空间项目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建构国家权力，规

制与管理国家机构；国家空间战略则主要调整国家资本积累体制，以解决资本循环中的

体制桎梏[18]。因此，城市区域被嵌构到国家资本循环、积累体制转型与社会斗争中。国

家空间重构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平等化与集中化、单一性与多样性及统一化与定制化

中持续变动[18,19]。根据国家空间项目与国家空间战略，国家空间选择（state spatial selec-

tivity）被提出，认为国家空间项目与国家空间策略被民族国家主动运用，以区域性政策

及社会政策来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并在特定空间上建构权力[19]。而尺度选择是一个分层

重构的过程，与特定的地域及历史背景密不可分[19]。这一抽象化的尺度选择成为解释城

市与城市区域尺度重构的重要范式。

2.2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逻辑：国家空间选择视角
国家空间选择被广泛运用到当前中国城市区域研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确

立的计划经济体制选定国家尺度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尺度，地方则作为附属尺度服从于

国家主导的生产力布局与资源分配[11]。由于长期中央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造成一系列积

累危机，如尾大不掉、分配效率低下及地方发展热情不足等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后，

中央主动选择性地强化地方尺度作为主导经济发展的地理尺度，以消解计划经济模式带

来的资本积累危机。一系列事权下放、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ation）及财税体制改

革确立了地方政府发展主义（local state developmentalism） [2]。由此，资本积累模式实现

了从中央尺度向地方尺度的尺度下移，而近四十年来高涨的地方发展热情与市场化改革

及全球化趋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于近些年的城市区域化趋势，则被理解为地方主义下，国家空间主动选择的过

程，即中国新一轮资本积累危机的地理空间修复过程。Wu F系统梳理了后改革时期中国

城市区域的尺度逻辑，即在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下，城市间恶性竞

争引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耕地破坏等问题，城市区域治理是通过构建城市区域管制

主体以实现区域协同目标的权力尺度上移[11]。同时，有学者归纳出自上而下中央政府主

导型与自下而上地方政府发起型两种尺度构建模式[20]。在土地财税的空间治理中，权力

上收的趋势更加明显，旨在克服地方分散主义带来的无序竞争[21]。然而，已有研究将城

市区域治理机械化地理解为尺度上移的过程，抑或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尺度建构，

都未能解释城市区域主义的内在异质性。此外，以尺度重构来理解中国城市区域治理体

2097



地 理 研 究 39卷

系与治理能力需根植于地方化制度背景与空间实践。虽有学者从路径依赖（path depen-

dence）、政策实验与国家尺度重构 （state rescaling）构建了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理
论框架[22]，但仍缺乏对于城市区域这一特定空间单元的尺度重构的详实理解。本研究通
过构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的理论框架，对比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两个内在逻
辑截然不同的区域发展项目，旨在揭示城市区域治理过程，并非权力尺度上移的单一运
行逻辑，而是尺度上移与下移等不同逻辑并存的复杂统一体，它取决于区域发展项目解
决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

3 中国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理论框架

本文将区域治理视为国家空间的特定尺度实践，以此理解中国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
（见图 1）。区域治理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在省市关系上的再调整，而事权与财权动态匹配
是区域治理的权力核心[1]。区域治理尺度重构包括三方面：即经济发展困境引致下的中国
城市区域战略、不同区域发展项目中的行政治理困境及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

3.1 经济发展困境引致下的中国城市区域战略
伴随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资本循环嵌入到全球资本循环中，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

困境表现在城市-区域尺度上[23]。城市尺度上，经济发展困境指城市发展资源不足，如土

图1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理论框架
Fig. 1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rescaling of city-reg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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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劳动力、财政资源与产业资本。发展资源缺失导致城市资本循环动力不足与产业
结构失衡；区域尺度上，经济发展困境指区域发展要素流动不畅与区域（经济）不平
衡。不同尺度的经济发展困境要求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区域战略，以维持或创造资本积
累模式[16]。

中国的城市区域战略包括三种形式，即自下而上的城市区域战略：由地方政府倡导
的城市区域战略旨在解决城市内部经济发展困境，通过发展资源的区域交换，突破地方
发展的制度瓶颈；自上而下的城市区域战略：由上位政府主导的城市区域战略旨在先导
性构建区域资本积累体制，提升区域竞争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混合型城市区域
战略：由上位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发起，通过一体化发展解决城市及区域尺度的经济发
展困境[2]。以上城市区域战略共存在不同城市区域中，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城
市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内陆欠发达地区以自上而下为主。此外，中国的城市区域战略
也服从于地方政府的政治诉求，通过积极融入全国层面的区域发展浪潮，促进地方官员
的政治晋升。由不同经济发展困境引致的城市区域战略是区域治理尺度重构的基础动
力，它决定了国家权力安排中的事权主体，即由谁负责区域发展的具体事务。在资本要
素的驱动下，为构建区域层面的积累秩序，中国区域治理重构本质上是政府事权在科层
系统的再安排。同时，事权实现需要依据不同的区域发展项目重新构建国家权力，达到
稳定的区域治理[1]。
3.2 不同区域发展项目中的行政治理困境

中国当前实施的大量跨区域的产业与基础设施项目是城市区域治理的具体行为与措
施，成为承载区域治理的空间“骨架”。由于解决不同尺度经济发展困境的诉求，区域发
展项目在外在形式与构建的管制实体的权力属性上具有高度差异性。如在产业合作园区
的权力设置上，就存在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架构（如郑汴新区）、高度中心化
的多层级治理架构（如天府新区与西咸新区）、权力碎片化的次区域治理架构（如贵安新
区）及地方权力拼贴的委托代管治理架构（如江阴靖江工业园） [24]。不同的权力配置模
式依托于地方经济系统及制度形态，没有统一范式。

区域发展项目实施中，为了塑造与地方经济系统与制度形态相匹配的差异化权力结
构，需克服行政框架内部的行政治理困境。总体上，行政框架存在两方面结构缺陷。一
方面，行政治理架构中，横向的水平体制（城市间合作）缺乏必要的制度配置。行政治
理架构以科层（hierarchy）的权力关系来维系，如自上而下传达的行政指令、官员绩效
考核与行政区划调整[25]。垂直的权力与机构设置有助于保持中央威权与地方自主间的动
态平衡。但目前横向的城市间合作缺乏行政管理机制与制度合法性（institutional legiti-
macy），成为实施区域发展项目的制度阻碍[26]；此外，行政治理架构中，存在权力配置失
衡危机。在行政等级体系中的配置遵循“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分层设权模
式[1]。然而，空间重构中，事权上收与下放与财权存在地理空间上的错位。典型例子是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获得更多事权，但财权上收之后造成地方财力落后与发展动
力不足。后经由“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向“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权力重构，行政治理
困境才被暂时修复[27]。以上行政治理困境源于改革开放后对中央主导的资本积累模式的
路径依赖，而主动的区域治理（省市关系）尺度重构成为修复行政治理困境的弹性应对
策略。
3.3 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

区域治理主要表现为省市关系的权力变迁[1,2]。一方面，上位政府（省政府）需要在
地方尺度延伸国家管制，协调与监督地方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需参与区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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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更大地理尺度上化解城市资本积累的困境。因此，省市关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过
程中，表现为权力（事权与财权）的下放与回收。具体来说，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因不
同区域发展项目所需要处理的行政治理困境而不同，并非绝对、线性与机械的尺度上移
或下移。

为应对行政架构中的治理困境，省市关系调整成为了重要弹性应对策略，包括权力
尺度下移的行政放权与权力尺度上推的行政收权。行政放权指权力从省级尺度单元下放
到市级（以下）行政治理单元，下放的权力包括各项事权（行政许可）与财权（资金拨
付）。其中，事权下放旨在扩大地方自主权，而财权下放旨在解决地方资金短缺；行政收
权指权力从市级（以下）行政治理单元回收到省级尺度单元，同样表现为各项事权与财
权的尺度上移。由于中国国家管制具有高度灵活性，省市关系的调整是对行政治理困境
的弹性应对。首先，科层化的权力结构使得上位政府具有灵活且有效的对下管制工具，
如行政命令与官员晋升考核[26]。由此，省政府在尺度调整中具有绝对话语权并能灵活使
用管制工具构建不同的治理模式；其次，事权的履行需要相应财权的支撑[1]。因此，事权
在国家体系中的重新安排也必然会带来相应财权的重构，使得区域治理朝向稳定结构演
化；最后，经济发展困境的多尺度性使得城市区域发展不只是“零和博弈”，而具有共赢
可能，激发省市等多层级政府参与，并将应对行政治理困境作为最迫切的政治任务[17]。
综上，应对现有行政治理困境所进行的区域治理尺度重构是灵活与暂时性的，也是多层
级政府共同参与的。

区域发展必然以实际的治理机制的约束或治理项目为媒介，产生跨区域的治理关
系。其媒介或为区域协调政策，或为具体的跨区域的产业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
不同的区域发展项目蕴含着差异化的尺度逻辑，体现在省市关系的重构上。本文选取珠
三角两项不同类别的区域工程，首先，探索城市区域战略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困境及两
项区域发展项目所面对的具体行政治理困境；进而，追踪项目的预备与建设过程，省市
关系如何尺度重构以弹性应对行政治理困境；最后，归纳对比不同区域发展项目中，尺
度重构的逻辑及对珠三角高度碎片化治理架构的政治经济意义。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深汕特别合作区调研于2016年3—4月及11—12
月，穗莞深城际铁路调研于2017年2—4月。其中深汕特别合作区共访谈4名参与编制合
作区相关规划与发展政策的规划师及5名对合作区发展有深入了解的行政管理人员；穗
莞深城际铁路访谈省直相关部门，如住建厅、发改委、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等，共
计政府官员 4人，以及参与铁路相关规划编制的规划师 2人。相关文本包括各类规划文
本、区域发展政策及相关新闻报道。

4 深汕特别合作区中的尺度重构：权力下放

4.1 经济发展困境：区域发展不协同与发展资源配置错位
深汕特别合作区是中国境内的首个特别合作区，于2011年2月设立，起初由汕尾与

深圳市政府共建，后转为深圳市全面主导，于2018年12月16日正式揭牌。合作区位于
汕尾市海丰县境内，面积达 468.3 km2。合作区是汕尾市连接珠三角的“西边门户”，也
是汕尾境内距离深圳距离最近的区域。广东省委、省政府针对合作区先后下发了《深汕
（尾）特别合作区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年）》《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服务规
定》等法规，持续推进合作区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托跨区域的产业合作项目，需要
同时解决城市与区域尺度的经济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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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尺度上，经济发展困境体现为深圳与汕尾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落差。数据显
示：2000—2010年，深圳与汕尾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呈扩大态势，差距最大时达到近
87倍（2005年深圳市GDP为4950.91亿元，汕尾市56.95亿元）。即便与经济发展水平中
游的江门相比，汕尾市经济总量也不足其五分之一。2015年后，区域不平衡问题得到一
定缓解，但深圳与汕尾的地区生产总值仍差距20~30倍。城市尺度上，经济发展困境体
现为发展要素的配置错位。其中，深圳产业资本面临用地饱和的经济发展困境。2006—
2011年，深圳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739 km2增长至840 km2，全市86%的规划建设用地已
开发。估测2011—2020年间，深圳年度可增工业用地面积仅约1.5 km2[28]。产业用地的近
饱和和高成本征收，是制约深圳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相较之下，汕尾经济发展困境是
缺乏强力产业资本，导致经济增长乏力。2007—2010年，汕尾工业企业数量常年在全省
地市中倒数第二，工业总产值始终全省倒数五名，产业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严重落后。
4.2 行政治理困境：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缺失

深汕特别合作区项目主要面对的行政治理困境是横向的城市间合作缺乏统一可循的
制度设计。主要涉及四项制度：用地指标供给机制、自主开发依法合规机制、人事任命
制度、合作区行政管理体制。首先，《深汕特别合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中，合作区仍有超过50 km2的建设用地缺口，土地指标从何而来、能供多少，是
合作区能否顺利运转的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合作区产业项目选址落地、用地及工程许
可、建设管理等事务，面临合法性问题，各类（级）规划申报与审批缺乏法定依据，将
抑制自主创新建设；再者，合作区人才引进需求，加剧人事编制数量、组织关系划转、
公务员选聘等环节的承压。而合作区的行政级别模糊，导致其公务员招聘需经深圳、汕
尾两市分别审批，运作程序冗长，降低了行政效率；最后，融合共建性质，使得合作区
无法照搬上级监管（如西咸新区）或省直管（如贵安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此，省
市关系进行了权力尺度下移，为差距悬殊的两市，设计一套权力融合、协商互补、独立
自主的行政组织架构。
4.3 权力尺度下移的省市关系重构

为解决城市与区域尺度的经济发展困境，针对城市跨界合作制度化缺失的治理困
境，广东省在实践中采取了混合（省市两级政府协同）治理模式[29]。推动城市间合作的

“结对子”，耦合深圳资本空间依赖需求及汕尾摆脱边缘经济塌陷诉求，对深圳与汕尾市
进行权力下放，通过权力尺度下移克服治理困境，通过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
扩大的地方自主权四种措施形成权力尺度下移的区域治理机制。
4.3.1 资源注入 省级政府多筹并举，帮扶供应用地指标。全省层面，省级政府将用地指
标纳入全省土地利用年度专项计划。2015年出台的《广东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
法》，在大幅取消12个城市的扩容提质指标的情况下，保留了合作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指标。其中，2014与2015年分别供应70 hm2与370 hm2建设用地指标；地市层面，由省
政府出面协调汕尾城区、海丰县供给土地指标；合作区层面，省政府支持围海造陆新增
土地指标，支持增减挂钩调整指标分布。对符合土总规、符合年度指标、符合耕地占补
平衡和符合报批条件的农用地，支持转用与土地征收。此外，省政府集中专项资金与优
惠补贴，给予资本注入。一方面，出台产业园区扩能增效方案，计划5年内向合作区注
资135亿元，安排产业集聚和企业创新专项资金共40亿元；另一方面，要求职能部门运
用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合作区产业。同时，省政府对合作区企业出口退税指标实施单列，
颁布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
4.3.2 事权下放 人事安排基本交由合作区自主管理，党工委书记与管委会主任由汕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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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各自推荐，省政府并未外派领导或直接委任。党工委与管委会自主对下设部门定
岗。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经由深圳与汕尾协商，广泛交叉任职。省政府鼓励自主
制定公职人员考录招聘工作方法，自主探索制定机关事业单位行政人员薪酬体系、福利
方案及工资政策。此外，省政府同意合作区同时保留两市的人才引进政策。
4.3.3 去管制 省政府于2015年出台[粤府令第216号]《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服务规
定》，以立法形式解决了管委会的主体资格问题，授权合作区调整管理机构的管辖范围及
权限，赋予自主设立工作机构的权力。同时，省政府授权合作区管委会提出行政管理职
权目录，并将依法调整后的职权移交给合作区管理机构。规定还明确合作区建设和管理
的重大问题由两市联席会议决策机制协调解决。相较于常用的上级监管或省直管模式，

“放松管制”的力度明显更大。
4.3.4 扩大地方自主权 合作区被省政府赋予地市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其发展总体规
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两市政府负责审查，区别于“省级审查”机
制，扩大了合作区的地方自主权。《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年）》
融合了各专项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编制与批复工作均在一年内完成，快速解决了规划建
设的法定依据问题。

合作区在治理能力上充分获得资金使用、人事招聘与任免及日常事务管理上的高度
自治权。通过尺度下移为目标的区域政策，合作区在短短五年内基本完成包括土地征
收、公务员招聘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发展事务。人事任命上，一部分属于保留的汕尾
市公务员，领域部分则来自于深圳公务员招聘，享受深圳公务员待遇。同时，由于在日
常事务中具有独立管理权限，合作区在招商引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借助深圳的雄厚经
济实力及快速基础设施开发，开创“研发+生产”模式，吸引到一批诸如腾讯（大数据中
心）、万泽航空、华润集团等企业入驻。在最新提出的“三年行动计划”中，设定 2021
年合作区目标GDP达到150万元，城市人口达25万人。最终，合作区在省政府权力尺度
下移与地方积极建设中，快速成长为区域合作的示范标杆[29]。

5 穗莞深城际铁路中的尺度重构：权力上收

5.1 经济发展困境：区域基础设施联通性不足
从空间发展路径上，珠三角构建“广佛肇”“珠中江”与“深莞惠”三个次级都市圈

以推进区域化。然而，次级都市圈限制了资本要素的区域流动，尤其是劳动力在城市间
合理配置。2000年后，广州、东莞与深圳机场的交通联系需求日益紧迫。一方面，深莞
惠都市圈过度依赖道路系统，缺乏构建一小时经济圈的快速轨道交通 [30]。数据显示，
2000年广东省公路通车里程为10.26万km，铁路营业里程仅1942.4 km；铁路客运量仅占
客运总量 5.25% [31]；另一方面，广深铁路站点密度与可达性较低，降低了区域一体化的
成效。由于旨在修复区域层面的经济发展困境，以广东省自上而下推动穗莞深城际铁路
建设作为区域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珠三角经济区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将
穗莞深城际铁路作为连接广州东部与东莞、深圳西部地区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32]，
以解决区域基础设施联通性不足和区域要素交流不畅的问题。穗莞深城际铁路于2008年
正式启动，2019年12月正式运营。连接广州、东莞和深圳，由莞深主线、广深共线、新
白广线、琶洲支线组成。主线全长86.62 km，总投资19.69亿元。穗莞深城际铁路先后经
历投资来源变更、成本回收模式选择等难题，沿线三座城市的站点选址、数量及走线方
案多轮更改。2020年 1月 10日至 16日期间，穗莞深城际铁路日运送旅客达 1.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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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珠三角东岸区域交通可达性。
5.2 行政治理困境：省级政府财权不足

项目获批启动后，穗莞深城际铁路未能快速推进。工程受阻的关键障碍是省政府的
财权不足。其一，事权联盟模式转变与站点选择边缘化，加重省政府财政负担。珠三角
城际铁路网事权模式由“部省市联盟”转变为“省市联盟”，重要标志是铁道部主体的退
出[1]。按照2004年铁道部、省政府及地方政府制定的联盟事权分配规则，省政府与铁道
部各负担 50%的城际轨道工程成本。“省市联盟”虽然增强了省政府对铁路发展的掌控
权，却也导致雄厚国家资金的离场。从此，铁路投资、运营、管理、亏损的负担皆落在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简称“省铁投”）。地方政府仅负责轨道站点土地开发与房屋
拆迁的相关费用，加剧了省政府的财政负担。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站点选址边缘化大幅
增加了额外建设成本。在省市就铁道站点选址谈判中，地方政府发挥多部门协作优势、
动用多方权力反馈渠道、利用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对省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最终
导致站点选址边缘化。由此，“站点边缘化方案”无法利用已建成的站点及线路设施，拉
高了工程建设成本。另一方面，该方案增加了运营和亏损的财政负担。站点边缘化反对

“新老共站”和“局部并线”，增加了铁路运营维护成本。铁路亏损由省政府独立承担，
亏损金额被预测将在开通后的十年间累计近36亿元。加上佛山-肇庆和东莞-深圳铁路十
年间近44亿元经营亏损和巨量银行贷款，广东省需为上述三条城际铁路支付巨额费用。
仅穗莞深、东莞-深圳线和佛山-肇庆三条城际铁路，广东省政府每年须支付40亿元。

其二，省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和资金补亏能力有限，加剧压力诱致困境。广东省的财
权空心化，必然导致补亏能力的大幅下降。相比中央雄厚的财政资金，省级政府的筹资
能力本就有限。国家资本离场，和站点博弈带来的工程延期和成本上涨，进一步扩大省
政府在城际铁路上的补亏缺口；相比城市政府的土地融资，省政府的筹集资金渠道狭
窄。既无权直接经营土地一级开发获取预算外收入，也无法将站点建设结合土地开发以
产生利润。财政筹资能力薄弱，加之土地融资权缺失，导致省政府的财务权力空心化。
5.3 权力尺度上移的省市关系重构

为解决财权不足行政治理困境，省铁投代表省政府，与穗莞深城际铁路沿线的地方
政府展开谈判，试图介入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然而，地方政府依据成本高昂、部门间
已有协议等理由，阻止省铁投分享红利。为扭转局面，省政府对省市权力关系进行了尺
度上移，体现为三方面。
5.3.1 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 省铁投与地方政府协商失败的过程中，暴露出基
础资料局限、跨行业知识匮乏等弱点。因此，省政府对省级部门权力实施水平重组，将
省铁投转化为强谈判水平的省级综合博弈体。一方面，组建了“广东省城际铁路综合土
地开发工作组”。由副省长任组长，吸纳了干预土地开发的绝大多数省直部门，如发改
委、财政厅、住建厅等。它们在省级信息平台、省级政策制定、省内规划审批等方面业
务扎实，增强了与谈判的权力牵制筹码；另一方面，为解决信息不对称，工作组开展了
两轮土地开发信息调查。首轮调查聚焦土地信息梳理与潜在价值评估。第二轮调查的重
点是土地所有权。通过摸透穗莞深城际铁路沿线的土地信息，并将信息与省铁投共享，
强化了广东省的谈判主动权。
5.3.2 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 地方政府在认识到省级政府的战略意图后，一方面就土地开
发模式与省政府斡旋，另一方面加快从农民手中购置土地、加紧储备站点周边土地、加
速编制和报批相关规划。为此，省政府协同跨部门综合博弈体，对站点周边的发展权实
施了强制上收。包括：① 暂停土地开发：要求省住建厅和国土资源厅监督地方中止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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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和项目报建。② 统一站点规划：省住建厅组织编制的“珠三角城际火车站TOD综
合发展规划”，制定了每个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指南，从区位、交通规划至详细建筑设
计。③ 省级控规审查：指定住建厅为唯一机构，制定城际站点周边控制性详细规划。
④ 补亏责任与成本比例挂钩：省政府出台《关于优化珠三角城际火车站周边土地综合开
发机制的意见》，将穗莞深城际铁路建设及运营的补亏责任，下沉至土地开发过程中。要
求按照省政府建设成本和地方政府征地拆迁成本的投入比例，分担全周期补亏金额。据
此，省政府强制性上收地方事权，削弱了地方在城际站点土地开发上的控制能力。
5.3.3 实施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 站点周边土地开发依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年度
指标不足以支撑其规划愿景。省政府拥有对国家下发的年度新增用地指标的分配权。由
此，广东省政府提出“省政府自带指标进驻合作区域，指标由国土资源厅单列解决”。在
国家下发总指标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凡是不支持省市共享方案的地方政府，将得不到指
标奖励，被迫面临成本上涨和回收周期延长困境。从而，诱致地方政府上交部分土地开
发权。由此，省政府在穗莞深城际铁路项目中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尺度上移，最终促成省
市协作的土地开发，化解了其面临的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

经历一系列尺度上移的区域政策，结果上，穗莞深城际铁路建设中出现了两类治理
模式。一类以广州及深圳为代表，考虑到对自身城市土地开发自主权的迫切需求，两市
政府从城市财政中，以现金拨付的形式弥补省政府的财政亏损，省政府则退出地方土地
开发，形成包干治理结构；另一类以东莞等财政能力较弱的城市为代表，与广东省政府
合作开发高铁站点周边土地，按一定比例分摊土地收益，形成协同治理结构。虽然两种
治理模式差别较大，但无论是现金补偿或合作开发，省政府都实现了财权上收的目标[1]，
以保证穗莞深城际铁路的快速建设与顺利运营。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研究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过程，发现区域治理在不同空间项目
类别上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异特征。针对当前西方“新国家空间”理论中机械化的尺度框
架，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项目对权力上移和权力下移两种权力的尺
度重构进行分析（见表1），得出四点结论。

表1 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中的尺度重构
Tab. 1 Rescaling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and Sui-Guan-Shen intercity railway

区域发展项目

经济发展困境

城市区域战略

行政治理困境

省市关系调整

深汕特别合作区

城市尺度：发展资源配置错位
区域尺度：区域发展不协同

混合（省市两级政府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缺失
•用地指标供给机制
•自主开发依法合规机制
•人事任命体制
•合作区行政管理体制

权力尺度下移
•资源注入
•事权下放
•去管制
•扩大地方自主权

穗莞深城际铁路

区域尺度：区域基础设施联通性不足

自上而下省政府主导治理模式

省级政府财权不足
•站点边缘化加大财政负担
•缺乏具有特色的财政汲取能力

权力尺度上移
•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
•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
•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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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珠三角在城市区域尺度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具有较强异质性。虽然，

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是其共性特征，但在产业发展项目上，经济发展困境源于行政区

划体制导致的地方“画地为牢”（如深圳的土地资源不足与汕尾产业发展滞后）、对传统

积累体制的路径依赖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协同，主要矛盾在城市与区域尺度。因此，城市

区域战略表现为省市政府协同的混合治理模式；基础设施项目上，经济发展困境体现为

生产要素的区域流通不畅，如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性不足引发劳动力迁移受阻，以区域尺

度经济发展困境为主。因此，表现为自上而下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经济发展困境的

多尺度特征，导致在不同尺度上构建城市区域的事权主体的差异性。因城市尺度的经济

发展矛盾，需要将事权下放到城市（间）尺度，构建跨管辖权的合作体制解决。因生产

要素的区域循环不畅，则需在超越城市尺度（城市区域）去构建治理主体。在中国区域

治理尺度重构中，较少出现区域尺度主体直接介入地方网络，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困境。

其次，区域发展项目所面临的行政治理困境，是以省市关系为核心的尺度重构机制

的所需处理的主要任务。产业项目中，需要在城市（间）尺度解决行政治理困境。由于

城市间合作缺乏制度性，对省政府而言，确立制度合法性与框架，让地方获得更多权力

自主解决经济发展困境，是理性选择逻辑；此外，深汕特别合作区是区域性帮扶性项

目，旨在发挥地方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以惠及区域塌陷城市。因此，发挥地方自主性是

该产业合作项目的主要手段；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区域层面的治理架构是由省政府负

责，即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困境，事权主体是省政府，而财权不足也是省政府自身的结

构性困境。因而，向上收权（财权）成为省政府的行动逻辑。由此可见，尺度重构的权

力指向，既取决于经济发展困境需要在何种尺度上解决，也取决于区域发展项目的行政

治理困境特征，是自身结构性困境还是外部困境。

再者，两个区域发展项目所揭示的省市关系重构都朝向稳定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

治理结构。深汕特别合作区中，资源注入体现了以资金拨付的方式将形式上的财权转移

到地方。同时，通过去管制、扩大地方自主权及行政审批权下放等，追加相应事权；穗

莞深城际铁路中，虽然权力上移的措施以事权回收为主，但最终目标在于省政府加入地

方土地开发中以获得土地出让收益。归根结底是寻求对地方土地财政的收权，以构建财

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区域治理主体。因此，中国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遵循事权与财权的相

匹配的制度逻辑。

最后，从城市区域战略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区域发展项目的行政治理困境上，城

市区域治理的出现存在尺度逻辑的差异性。一方面，通过构建区域治理的逻辑，修复地

方主义发展带来的负效应；另一方面，区域治理的尺度逻辑并不仅限于危机修复导向的

权力上收。在产业发展项目中，发展权（事权与财权）下放到地方尺度，通过强化地方

自主性实现区域合作与经济合作增长。既有研究中，将区域治理理解为尺度上收以构建

协同导向的特定的国家空间选择。本文进而发现区域治理的尺度逻辑也存在并行的尺度

下移的逻辑，并且尺度逻辑适配于当前行政治理困境。因此，中国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

不是线性的、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危机引导型、并存与选择的关系。体现了政府管制

的灵活性，反映了政府行政架构与权力关系的路径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系，使

得省政府灵活地放权与收权，是区域治理“尺度生产”的支配者。地方相对弱势，但也

在多层级博弈中寻找自身话语权。而博弈结果最终决定了区域治理的深度、范围及形

式。需要指出的是，珠三角行政治理架构的碎化与经济系统的强异质性[33]，也是“多样

化尺度重构机制”共存的预设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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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is the global city-region in China’s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and aims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cross- border region across divergent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e city-region in China has been long deemed as the engine of the regional growth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is article draws upon the theory of“new state space”to investigate the
two regional projects in PRD, that is Shenzhen- 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and Sui-
Guan- Shen (Guangzhou- Dongguan- Shenzhen) intercity railway projects. By examining the
theory of“new state space”from the lens of rescaling, we build u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apable to understand the rescaling of city-regional governance in post-reformed China. Based
upon cris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is committed to
tracking the upscaling and downscaling of powers in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overall
rescaling processes of relations between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general,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China- contextualized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wo empirical cases to
problematize the rescaling of regional governance, both of which are central to shed lights on
the rationale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ree major findings are reported as follows. First,
in th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projec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crises of weak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intercity cooperatio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 devoted to injecting resources,
devolving administrative powers, deregulation, and empowering great autonomies to localities.
These actions constitute to the downscaling of regional governance. Second, in the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lack of the financial authority,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strong bargainer through horizontal power
reconfiguration, recentralizing the developmental power from localities compulsorily, and
delivering actual incentives for power recentralization. These actions constitute to the upscaling
of regional governance. Third, considering the above- mentioned finding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escaling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PRD is a flexible and polydirectional rescaling process,
which is differentiated by concrete regional projects, rather than a unidirectional and
mechanical rescaling process as suggested by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y-regional governance; rescaling; provincial-loc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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